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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唐时期，闽地律赋渐趋兴盛，与教育水平的提高有一定关系，此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即闽地处于文化边
缘，举子特有的自卑感与久困科场的现实，迫使他们不断打磨自己的律赋，以求进士及第。 “晚唐律赋三大家”之一的
王棨首开律赋创作风气，成为闽地举子学习律赋的创作标杆。 后进黄滔、徐夤及闽地其他文人在王棨影响下，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律赋作品。举子们功成名就后又进一步弘扬了律赋创作的风尚，彼此互动，形成律
赋创作群体效应，最终导致闽地律赋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日趋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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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Investigation on Reasonsfor the Prosperity of Lu Fu of Late Tang Dynasty
in Fujian
JIN Peiche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late Tang Dynasty, Lu Fu in Fujian gradually became prosperous, which was rela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is another deep reason that candidates had special culture inferiority because
of Fu Jian being located in the edge of culture, and the reality that they were trapp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for so
long, which urged them try their best to grind Lu Fu in order to win an official rank. One of the three people who were fa-
mous forwriting Lu Fu in Late Tang Dynasty called Wang Qi firstly open the atmosphere concerning creating Lu Fu,which
made him become the creation model of Fu Jian examinee.The followers such as Huang Tao, Xu Yin and the rest of literatus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produced lots of outstanding Lu Fu under the influence of Wang. When these people be-
came famous and successful, their masterpiece would strengthen the fashion of writing Lu Fu in turn, which formed a group
effect by interacting with one another,finally contributing to the prosperity of Lu Fu in Fuj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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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原因， 前人已有
论之。可大部分观点，要么认为王审知爱好文学，
为律赋兴盛创造了优渥环境 [1](P49-53)，要么把闽地
律赋兴盛的原因用该地文学生态环境一以贯
之 [2](P23-28)，却忽略了闽地与外地相比，文学发展
既有共同条件也有特殊条件。
从黄滔《莆山灵岩寺碑铭并序》[3](P8700)中可知，
唐宣宗大中十三年（859）黄滔与陈蔚等人葺宅
于闽莆山东峰读书。此外，《莆阳黄御史集》所附
《年考》云：“公之生，其文宗开成庚申岁乎？ ”[4](P370)
又《莆阳黄御史集·南海韦尚书启》云：“计奔岁
贡于九州，榜擢词人于都省。 ”[4](P198)另据《唐方镇
年表》，韦荷镇岭南东道为乾符元年（874）五月
至四年（877）[5](P1042)，以上可知唐懿宗咸通十五年
（874）年黄滔年约 35 岁，才开始他的科举之旅。
即黄滔 35 岁之前在闽，期间有十五年时间隐居
山中读书。此时王审知尚未入闽，黄滔却早已辗
转科场。
另据《登科记考》，徐夤于唐昭宗乾宁元年
（894）中进士第 [6](P899)，乾宁二年（895）黄滔中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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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第。 [6](P908)黄滔此时应有五十多岁。 《唐摭言·海
叙不遇》记载：“谢廷浩，闽人也。 大顺中颇以辞
赋著名，与徐夤不相上下，时号锦绣堆。 ”[7](P114)可
知徐夤虽在大顺中以前就有辞赋名， 却直到乾
宁元年（894）才中进士第，亦是久困科场。 故他
们的律赋作品，不管用于纳省卷还是投行卷，大
部分应作于准备科举的这段时间。
此外据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
考证，唐昭宗天复四年（904）徐夤、黄滔科举结
束返闽所作多为应制酬唱作品。 [8](P944-974)故不管黄
滔还是徐夤，该时期的创作重心均不在律赋。王棨比
徐、黄二人年代要早，更与王审知没太大关系。
一、中唐以来闽地教育发展为律赋兴盛奠
定基础
中唐以来闽地教育水平提高，常衮、陈椅作
出重要贡献， 并早有以欧阳詹为代表的知名进
士。关于此点，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已有讨
论。 [9](P32-51)但这种教育发展只是律赋兴盛之基础，
而不是主要因素。 《唐摭言》载《会昌五年举格节
文》:“其凤翔、山南西道东道、荆南、鄂岳、湖南、
郑滑、浙西、浙东、鄜坊、宣商、泾邠、江南、江西、
淮南、西川、东川、陕虢等道，所送进士不得超过
一十五人，明经不得过二十人……金汝、盐丰、
福建、黔府、桂府、岭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
进士不得超过七人，明经不得超过十人。 ” [7] (P2)可
知福建在科举上属于劣势地区，进士名额较少。
然而，一些进士名额比闽地多的地区，科举情况
却没有闽地出色。 如荆南地区，《登科记考》载：
“刘蜕，《北梦琐言》:‘荆州衣冠薮泽， 每岁解送
举人多不成名，号曰天荒解。 ’刘蜕舍人，以荆解
及第，号为破天荒。 《摭言》：‘大中四年，刘蜕舍
人以荆府解及第。时崔魏公坐镇，以破天荒钱七
十万资蜕。 ”[6](P815)刘蜕中第已是大中四年（850），
而《登科记考》又载：“周匡物，《永乐大典》引《清
漳志》:‘元和十一年，周匡物进士及第。 ’《太平广
记》引《闽川名士传》:‘周匡物字几本，漳州人，
唐元和十一年王播榜下进士及第， 时以歌诗著
名。 ’”[6](P665)元和十一年（816）与大中四年（850）相
差 34 年，这从侧面反映闽地教育水平比荆南高。
可在《会昌五年举格节文》中，桂府与福建
被列为同一科举地域， 桂府也没有出现 “破天
荒”的说法。据《旧唐书·王晙传》：“景龙末，累转
为桂州都督。 桂州旧有屯兵及转运，又堰江水，
开屯田数千顷，百姓顿之。 ”[10](P2985)另《新唐书·韦
丹传》：“还为容州刺史（今广西容县），教民耕织，
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粥者赎归之，禁吏不
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
茶麦，仁化大行。 ”[11](P5689)由此可知，中唐以来桂
府经济、教育亦有较大程度发展。
所谓桂林三才子：曹邺、曹唐、赵观文，除曹
唐进士身份存疑外，曹邺与赵观文俱为《登科记
考》可考进士。如“曹邺，《唐才子传》：‘曹邺字业
之，桂林人。累举不第，为《四怨三愁五情诗》。时
为舍人章愨所知，力荐于礼部侍郎裴休，大中四
年（850）张温琪榜中第。 ”[6](P814)“赵观文，《唐诗纪
事》：‘乾宁二年崔凝下第八人登第。 是年，命陆
扆重试，而观文为榜首。 ’”[6](P907)曹唐是否中进士
第，《登科记考》 虽无记载， 可《唐才子传校笺》
云：“唐，字尧宾，桂州人。 初为道士，工文赋诗。
大中间举进士，咸通中，为诸府从事。 唐与罗隐
同时，才情不异……遂作《大游仙诗》五十篇，又
《小游仙诗》等，纪其悲欢离合之要，大播于时。 ”
笺证认为：“‘工文赋诗，大中间举进士’云云，为
辛氏据己意而有所增益者……其时唐有为容管
从事之意，唯因事稽留。 （似留京应举）。 是则唐
于宝历前已返初应举，未必晚至大中时也。其举
进士当在大和年间。 ”笺证又引：“《北梦琐言》：
‘唐进士曹唐， 游仙诗才情飘渺……”[12](P491-492)故
知曹唐亦为进士。
桂林虽和福建具有相同科举地域劣势，以
及相似的教育、经济发展情况，但把桂林三才子
和闽地律赋三大家相比， 可知他们各自擅长的
文体、题材俱不同。 桂林三才子中，除赵观文今
天流传作品太少无法窥其全貌， 曹邺是著名现
实主义讽刺诗人，曹唐的创作主要为游仙诗。哪
怕是荆南“破天荒”的刘蜕，其诗作也大多直面
社会黑暗现实。这充分说明了地方经济、教育文
化水平的发展只能影响该区域的整体文士水
平，却无法决定兴盛的文体和题材。闽地之所以
律赋创作兴盛，虽以地方教育发展为前提，但最
终影响他们创作风貌的必然是闽人特有的内在
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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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闽人边缘化意识对律赋创作的影响
《旧唐书·狄仁杰传》：“仁杰以百姓西戍疏勒
等四镇，极为凋弊，乃上疏曰：臣闻天生四夷，皆
在先王封疆之外。故东拒沧海，西隔流沙，北横大漠，
南阻五岭，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 ”[10](P2889)
刘长卿 《送乔判官赴福州》 诗亦云：“扬帆向何
处，插羽逐征东。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江流
回涧底， 山色聚闽中。 君去凋残后， 应怜百越
空。 ”[13](P1508)其中“夷落人烟迥，王程鸟路通。 ”二
句可看出唐人对闽地的边缘化思考， 即闽地属
于人烟稀少的化外之地。 这种边缘化建构虽出
自京都文化圈对闽地的文化印象， 可闽人也产
生了被边缘化的意识。如欧阳詹《上郑相公书》：
“某代居闽越，自闽至于吴，则绝同乡之人矣；自
吴至于楚，则绝同方之人矣。 过宋由郑，逾周到秦，
朝无一命之亲，路无回眸之旧。犹孤根寄不食之
田也，人人耘耨所不及，家家溉灌所不沾。 ”[3](P6026)
从所引文章看， 闽地举子这种文化边缘孤寂感
来源于文化上“南隔五岭”的夷狄之感。 欧阳詹
类似的文章还有《送张尚书书》①，谈及赴京考场
路上，闽地举子的窘迫与贫困，此处不具引。
事实上，欧阳詹在闽地早已声名大振，甚至
出仕前名声已传到京师。 李贻孙《〈故四门助教
欧阳詹文集〉序》：“建中、贞元时，文词崛兴，遂
大振耀，瓯闽之乡，不知有他人也。 会故相常衮
来为福之观察使，有文章高名，又性颇嗜诱进后
生，推拔于寒素中，惟恐不及。 至之日，比君为
‘芝英’，每有一作，屡加赏进。游娱燕飨，必召同
席。君加以谦德，动不逾节。常公之知，日又加深
矣。 君之声渐腾江淮，且达于京师矣。 时人谓常
公能识真。 ” [3](P5514)故陈庆元《福建文学发展史》
将欧阳詹目为闽地第一个走向全国的文学家，
评价可谓中肯。按理说，欧阳詹正处于意气风发
之时，可《上郑相公书》《送张尚书书》却极力渲
染他的窘迫与迷茫， 这大概来源于闽地文人心
中的文化自卑感——哪怕文学才能再怎么突
出，若没通过科举得到京都文化圈承认，那么自
己也没法抬头挺胸做人。 是以闽人为摆脱这种
心理，便只能全力准备科举，来寻求中央文化圈
的认同。 有关闽地文人这种文化边缘自卑感与
中央文化圈之间的关系，杨亿力《走出“蛮荒”的
阴影：唐代科举与闽地文士的认同》一文探讨十
分深入。 [14](P100-104)需补充的是，这种闽地文化边
缘自卑感极易与一般寒士的孤苦之情相混淆。
如魏晋南北朝以来左思、 鲍照在诗中抒发的寒
士不平之情，其实也是想通过做官施展抱负，并
获得中央主流文化圈的认同。 在科举盛行的唐
代，文士这种孤苦之情更比比皆是。不同地方在
于，闽地文人这种“远人”意识是集体的、带有强
烈地域色彩，这从他们反复重申自己为“闽人”
或“闽越人”可得知。黄璞的《闽川名士传》、黄滔
的《泉山秀句集》②等记录闽地先贤事迹及整理
其创作的集子， 也是地方急于向中央文化圈证
明自己的文化边缘自卑感之体现。 这就区别于
一般寒士的悲叹，而变成了集体文化意识。
闽人林宽《送李员外频之建州》诗云：“勾践
江头月，客星台畔松。为郎久不见，出守暂相逢。
鸟泊牵滩索，花空押号钟。 远人思化切，休上武
夷峰。 ”[13](P6999)闽人只有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来实
现自身“思化切”的目的，以此被京都文化圈承
认，从而能真正成为有文化自信的闽地文人。黄
滔 《答陈磻隐论诗书》：“且风本乎国风王泽，将
以刺上化下。 苟不如是，曷诗人乎？ ”[3](P8671)强调
创作的教化论。实际上黄滔为闽地律赋创作三大
家之一，律赋多咏古凄艳之作，说明黄滔虽认同
诗教说， 可长达几十年的科举之路让律赋深刻
于他的骨髓之中。更何况，律赋正是其获取京都
文化圈文化认同的最重要凭证， 只要闽地举子
还在举场应试一天，对律赋的钻研便不会停止。
三、闽地科举创作榜样对后来者的影响
闽地科举名额稀少及闽人文化自卑感促使
闽人努力训练自己的律赋技巧，在此基础上，已
进士及第的故乡先贤们自然会成为闽地举子的
创作榜样。 张籍《送李馀及第后归蜀》：“十年人
咏好诗章，今日成名出举场。 归去唯将新诰牒，
后来争取旧衣裳。山桥晓上芭蕉暗，水店晴看芋
草黄。乡里亲情相见日，一时携酒贺高堂。”[13](P4332)
由这首诗我们清楚，举子一旦进士及第，连脱下
的麻衣都会被人抢去。一般举子如此，更何况远
比一般人更执着于科举的闽地举子呢？因此，在
科举考试中具有突出表现的同乡人便成为闽地
举子的学习标杆。在晚唐律赋大家黄滔、徐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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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有突出律赋创作实绩且名声响亮的闽地文
士只有王棨一人。
欧阳詹在闽已名气大振，声名远达京师。黄
滔《莆山灵岩寺碑铭》云：“初侍御史济南林公藻
与其季水部员外郎蕴，贞元中谷滋而业文，欧阳
四门捨泉水而诣焉，其后皆中殊科。御史省试珠
还合浦赋，有神授之名。 水部应贤良方正科擅比干
之誉，欧阳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
之灵秀乎？ ” [3](P8699)可知黄滔对欧阳詹无比尊敬。
然而，具体影响黄滔创作的人是王棨。虽现
存黄滔作品中， 对王棨并没有像对欧阳詹这般
直接表达自己的崇拜之情， 却并不代表他不受
王棨影响。欧阳詹在全国名气虽比王棨大，可欧
阳詹是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是韩愈
古文运动团体中的中坚力量。 意味着其创作实
践也以古文为主。 对于急于参加科举获取功名
却长时间不第的黄滔、徐夤来说，以欧阳詹为学
习榜样没有现实意义。
王棨之所以能以文闻名天下，主要靠律赋。
从科举考试的现实意义上看， 黄滔以王棨的律
赋作为自己的学习榜样最适合不过。 此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对于时代较远的欧阳詹，离
自己年代相差不远的王棨显然更具有学习价
值。 据《登科记考》：“王棨，黄璞《王郎中传》:‘王
棨字辅之。 ’按下文引《送王棨序》又作辅文，未
知孰是。福唐人也。咸通三年郑侍郎从谠下及进
士第……其年等第虽破， 公道益彰， 凡曾受品
题，数年之间及第殆尽……公十九年内三捷，其
于盛美，盖七闽未之有也。 ”[6](P840)咸通三年(862)
王棨中进士第，而自大中十三年（859）黄滔葺宅
于闽莆山东峰读书，至咸通十五年（874）参加科
举开始的这一段时间里，王棨正好风头正劲，黄
滔不会注意不到。 上引《登科记考》关于王棨的
材料中，还有两点非常值得注意。一是当时王棨
名气十分大，以至于受到他品题的人，在几年内
全都成了进士。这虽说有夸张成分在，但从侧面
反映出王棨的科场地位。 二是王棨在十九年内
三捷，“盖七闽未之有也”，反映出王棨的科场生
涯比较顺利，十九年内连续三捷，在闽地十分罕
见。闽人后进不管黄滔还是徐夤，困在举场许久
才成功登第， 与王棨形成了鲜明对比。 综上所
述， 结合闽地科举困难的现实及闽地举子的文
化自卑心态， 王棨这个律赋创作成就高超且科
举应试十分顺利的闽人自然成为了闽地举子的
学习榜样，这种榜样的作用是地域性的。
从文体角度看，李调元《赋话·新话》评王棨
《回雁峰赋》《梦为鱼赋》：“证佐典切，比拟精工，
凡此数联，犹不失比兴之遗意。 ”又说“《文苑英
华》所载律赋至多者莫如王起，其次则李程、谢
观，大约私试所作而播于行卷者，命题皆冠冕正
大。逮乎晚季，好尚新奇。始有《馆娃宫》《景阳井》
及《驾经马嵬坡》《观灯西凉府》之类，争妍斗巧，
章句盖工。 ”“唐王棨《曲江池赋》中忽缀五字句
云：‘有日影云影，有凫声雁声。 ’横空盘硬，音韵
铿然，真千古绝唱。但一往皆轻俊之气沉郁浑古，
不逮前贤，盖唐赋之后劲，宋赋之先声也。 ”[15](P5-18)
虽李调元所举晚唐好尚新奇的律赋中大多为
黄滔作，但其中《西府观灯赋》是王棨作品。据上
例可知，王棨的作品既有“犹不失比兴遗意”的
冠冕正大，也有“唐赋之后劲，宋赋之先声”的好
尚新奇一面，将其看作黄滔、徐夤全然“好尚新
奇”的律赋先导没有问题。陈庆元指出：“王棨的
《倒载干戈赋》《三箭定天山赋》《玉不去身赋》等
赋作都是冠冕正大的题目，可在其笔下，律赋成
为了抒情的工具，所以王棨的律赋是由贞元、元
和间命题的‘冠冕正大’转变到晚唐的‘好尚新
奇’的关键。 ”[9](P53)反映出王棨律赋创作给之后黄
滔、徐夤等人的创作施加的巨大影响。
从交游看，王棨、黄滔两人的交游圈有重合
的部分，更直接说明黄滔能够通过他与王棨共同
的朋友来接受来自王棨的影响。如写《王郎中传》
的黄璞，是黄滔的兄弟。今《莆阳黄御史集》有《寄
从兄璞》③诗。黄璞究竟和王棨有没交游，已不清
楚。但作为《闽川名士传》的作者，肯定要四处搜
集闽地名士资料， 那么通过搜集资料必然对传
主有所了解。更何况，黄璞本人也是参加科举考
试求取功名的闽地文士。据《登科记考》：“黄璞，
《新书·艺文志》：‘璞，字绍山，大顺中进士第。 ’
按徐夤《赠黄校书先辈璞诗》曰：‘驭得骊龙第四
珠，退依僧寺卜贫居。 ’是璞以第四人及第。 ”[6](P895)
因此黄璞为联系黄滔与王棨的一座桥梁。
陈黯是黄滔与王棨之间存在的第二个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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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陈黯实际与王棨有过交游，因黯有《送王棨
序》：“去岁自褒中还辇下，辅文出新试相示。 其
间有《江南春赋》，篇末云：‘今日并为天下春，无
江南兮江北。 ’某即贺其登选于时矣。 何者？ 以
辅文（应为“之”）家于江南，其词意有是，非前关
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归省于闽，命序送
行。 某辞以未第，言不为时重。 辅文曰：‘吾所知
者，惟道与义。岂以已第未第为重轻哉！’愚繇是
不得让。鳞群之众也，必圣其龙；羽族之多也，必
瑞其凤。凤非四翼，龙非二首，所以异于鳞羽者，
惟其稀出耳。 ”[3](P7983-7984)这篇序所透露出的不仅
是陈黯与王棨关系较好， 而且显示出闽地举子
对进士身份的重视。黄滔有《颖川陈先生集序》：
“滔即先生内侄也。 ”[3](P8655)点出了黄滔与陈黯之
间的关系。
第三个交点是郑諴。 《八闽通志·人物》：“郑
諴，字中虞，闽县人，会昌中及第。 文笔峭绝，累
官国子司业刑部郎中，郢、安、邓三洲刺史。 《唐·
艺文志》载其有集。 同乡人林滋字原象，亦会昌
中及第。长于词赋，尝为《边城哓角赋》……又有
詹雄者字伯镇，长于诗，格高笔壮。时称諴文、滋
赋、雄诗为‘闽中三绝’。 ”[16](P463)林滋之前黄滔已
经写碑文称赞过。至于郑諴，黄滔之前为了进士
及第还曾向他行卷过。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
唐卷》考证，唐僖宗乾府三年（876）九月：“黄滔
本年约三十岁， 时在长安向刑部郎中郑諴行卷
乞援，并代郑諴撰写多篇启文。”又乾符四年（877）：
“黄滔本年约三十八岁，在京落第将东归，时有
书上书右丞崔沆，倾述食贫计尽，难寓长安之境
况。 又有留辞刑部郎中郑諴诗。 ”[8](P852－945)之所以
认为郑諴是王棨与黄滔之间的交点，是因为王棨
很有可能也向郑諴投过行卷。据谭泽宁《王棨研
究》考证，唐僖宗咸通元年（860）王棨应前往郢
州向时为郢州刺史的同乡郑諴求援，并推断 862
年王棨从郑从谠中第，应有郑諴举荐之功。 [17](P27)
这是完全可能的。据投行卷的规矩，投行卷需要
先投给社会上有地位的人，然后由其帮忙举荐。
郑諴早年已有文名，而且时任郢州刺史，还是王
棨同乡。因此王棨向他投行卷求取引荐，再合适
不过。
关于徐夤生平的资料更少， 但他与黄滔关
系很好。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晚唐卷》考证,唐
昭宗乾宁元年（894）：“黄滔约此时有诗（《寄徐
正字夤》）寄徐夤。 ”又昭宗天复二年（902）：“徐
夤约本年或稍前离汴梁返闽，旋为王审知所辟。
时与黄滔、杨沂、王淡等人诗赋唱和。 ”[8](P852-945)知
此后黄滔、徐夤在王审知幕下继续有交游。又徐
夤有《赠黄校书先辈璞闲居诗》，可知徐夤与黄
璞早有认识。 《唐才子传校笺》：“徐师仁《序》引
《九国志》 本传云：‘乾宁初举进士……是岁释
褐秘书省正字。 ’知夤于乾宁元年登第后，当年
即授秘书省正字。 《才子传》云‘鬓发交白始得
正字，未知所凭 。 若据此 ，夤是年当已过五十
岁’。 ”[12](P293)若是据《校笺》推论，则徐夤的年岁
当与黄滔相仿，二者又是莆田人，所以早年相识
的可能性极大。 徐夤在诗学理念上亦 “崇尚晚
唐”，他的《雅道机要》④就以学习晚唐为主。所以
接受王棨影响应比黄滔来得更直接。 《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评价,徐夤诗为“亦不出五代之格，体
物之咏尤多……然当时文体，不过如斯”[18](P1302)。
在这样的创作理念指导下， 王棨能为徐夤树立
一个值得学习的创作范式。总而言之，当黄滔和
徐夤在律赋创作中紧随王棨而同样达到较高高
度时，以这三人为中心，闽地的律赋创作文化圈
便就此形成。 王棨的律赋开启了地方性律赋创
作与钻研的风气， 而出于科举原因不得不以王
棨为创作榜样的闽地举子，尤其是黄、徐二人则
反过来以自己的创作来加强此风气， 这就解释
了为何晚唐律赋独能在闽地走向兴盛。
此外，晚唐律赋多以咏古抒情为特点。抒情
暂不论， 早在科举律赋命题时就已有用古事为
题，如《登科记考》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博学宏
词科，注云：“是年试《公孙宏开东阁赋》，以‘风
势声理，畅休实久’为韵，见《文苑英华》。 ”[6](P267)
又贞元十九年（803）博学宏词科注云：“是年试
《汉高祖斩白蛇赋》。 ”[6](P564)是故闽地文士多以咏
古为题材是受到了科举律赋命题的影响。 闽地
文士的文化心态及大多困于考场多年的现实迫
使他们不断进行律赋训练与律赋创作， 此前科
举考试既然有以咏古事命题， 那么闽地文士也
必会在这个题材上下功夫， 更何况他们的创作
榜样王棨，在创作上已趋向咏古抒怀，后进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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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不会忽视此点。久困科场，晚唐连年起义战乱
势必会继续加重举子心中的文化边缘感， 使他
们用来科举求仕的律赋朝抒情化方向发展。 律
赋本身创作程式在当时也并无完全僵化， 在限
韵和篇章结构中，尚有较大自由度，同样便于举
子抒情。 曹明纲《唐代律赋的形成、发展和程式
特点》一文中已论述较为详尽。 [19](P115-119)罗宗强
《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提到贞元末至元和年间
出现的功利主义思想， 随着政局变化而逐渐消
退。咏古爱情题材大量出现，士人心态发生了变
化。 [20](P222-224)说明咏古亦是时代大风气。 但律赋
兴盛与律赋创作水平息息相关， 也与文士对文
体的喜好偏向有关。 闽地举子需要通过学习同
乡榜样的律赋创作来提高自己写作水平， 律赋
因此成为闽地举子的文体偏好。
综上所述， 晚唐闽地律赋创作兴盛的根本
原因， 是晚唐著名律赋作家王棨凭其高水平的
律赋创作和科场地位， 成为因文化自卑而急于
科举及第的闽地后继举子们的学习标杆。 律赋
的创作、切磋由此成为地域群体性活动。在这个
地域创作群体中，以辞赋著名的文士如黄滔、徐
夤，又以他们的作品继续弘扬律赋创作的风尚，
最终导致闽地律赋的兴盛。因此，地方教育水平
发展只是提高了该地文士的整体文化水平，而
时代风气也主要决定了律赋的题材以咏古为
主。 若仅仅以地方教育水平或时代风气来解释
晚唐闽地律赋的兴盛， 却忽视闽地文士的特殊
心理状态和人生经历，则既不全面也不准确。
注释：
① 该文主要侧重描写闽地文士进京赶考路上的穷困潦倒。 见《全唐文》卷五九六，第 6024 页。
② 《新唐书·艺文志》卷五十八载：“黄璞闽川名士传一卷。 ”第 1485 页。 卷六十载：“黄滔泉山秀句集三十卷。 ”注云：
“编闽人诗，自武德尽天佑。 ”第 1625 页。
③ 由此可知，璞是滔兄弟无疑。
④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二载：“雅道机要二卷。 ”注云：“前卷不知何人，后卷称徐夤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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